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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自我民族誌探討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學生於醫療介入與教育實踐的經驗與挑戰。並透過敘事情節分析與主題分析，聚焦

於藥物歷程、自我決策與教學回應三大面向。研究以同一事件的多聲徑對話呈現不同角色的

詮釋，涵蓋藥物使用的正向與負向經驗。研究結果指出，ADHD 學生的支持不應僅依賴藥

物，而需在符合醫囑的前提下，透過師生、家長與醫療端的共享決策，培養學生逐步發展自

我覺察與藥物自決能力。教師除了需具備轉譯醫療資訊的能力，亦應發展多元回應學生需求

的教學觀，並在課室中營造正向支持氛圍，避免將診斷與藥物簡化為單一行為管理工具。跨

專業團隊若能以學生為核心，將醫療語言與教育策略結合，並同時回應家庭焦慮與學生聲音，

方能實現有效合作。本研究強調 ADHD 學生在醫療與教育交界處的多重經驗，並提出教學

決策、跨專業合作及政策發展之建議，以推進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支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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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當代特殊教育實務中，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為教師與醫療人員共同面對的重要課題。ADHD 為一種常見的神經發展障礙，主要

症狀包含注意力不集中過度活躍與衝動控制困難（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22)。
這些特徵使學生在課業表現、人際互動與情緒調節層面造成顯著影響，進而干擾其學校生活

與社會適應。根據衛生福利部（2021）統計資料，ADHD 在臺灣的盛行率約為 7.5%至 10%，

與國際平均值相近。然而，當中的就醫比率約 1.62%，且其中能接受穩定及持續治療者僅為

1%。此現象不僅揭示社會對於 ADHD 就醫仍存在疑惑與誤解，更反映出醫療介入與教育支

持之間有顯著落差，急需建立跨系統合作機制以提升學生支持品質。 
實務現場中教師對於 ADHD 學生的理解，常受到醫療診斷與行為標籤的影響，這些醫

療觀點雖有助於辨識症狀，卻未必能轉化為教學現場中具體且有效的支持策略（Franz et al., 
2023; Singh, 2008）。然而，許多教師缺乏對神經多樣性（neurodiversity）的理解，使其在面

對過動與衝動行為時，傾向以紀律處理（discipline-oriented responses）作為首要反應，而非

採取正向管教或教育性介入策略（educational interventions），以回應學生實際需求（Wilson et 
al., 2023）。此外，Daniels 等人（2015）也指出，當學校將學生的行為歸咎於病症時，通常忽

略了學習環境、教學方法與關係互動對於學生的影響，使得學生更加排斥學校以及造成在校

適應的困難，教師若未能將醫療資訊與教學知能有效整合，將難以提供 ADHD 學生所需各

方支持。綜上可知，建構能有效整合教育現場觀察與醫療診斷建議的跨系統支持模式，對於

提升 ADHD 學生的學習成效與社會適應，具關鍵的意義。 
本文以自我民族誌（autoethnography）為核心，透過研究者的生命經驗書寫與反思，探

討 ADHD 學生在醫療介入與教育實踐交織下的意涵與挑戰。研究由 1 名曾接受診斷與藥物

治療的 ADHD 特殊教育研究生撰寫生命故事，並結合多名具教學經驗的教師觀點，呈現教

育與醫療交界處的主體經驗與詮釋。本文進一步透過個人敘事重構醫療介入對教育選擇、專

業信念與教學實踐的影響，並揭示教育與醫療體系間的落差與誤解。透過多重視角比較，分

析制度困境、角色模糊與溝通障礙，辨識跨專業合作的契機。最終提出具體的教育建議，轉

化敘事為行動策略，並強調教師角色、資源整合與學生需求回應模式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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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ADHD學生的藥物介入與自我決策歷程 

（一）用藥經驗中的主體性與自主權發展 

在 ADHD 的治療歷程中，藥物介入常常被認為可以改善注意力、減少衝動行為與提升

課堂適應的有效方式（Connolly et al., 2015; Pelham et al., 2022）。然而對於正在成長階段的學

生而言，藥物使用不僅是生理層面的介入，更是個體對自我認同與自我理解深刻交織的歷程。

許多學生在初期是被動地接受用藥，只能依賴家長與醫師的安排，並不清楚醫療及藥物對自

己產生的影響（Singh, 2008）。隨著學生年齡漸長與自我意識日益提升，教師與家長若能共同

引導孩子觀察用藥狀況與自我回饋，將有助於其建立「我知道自己怎麼了」、「我能做選擇」

的主體性。 
透過提供簡單的自我監測工具給學生，讓學生學習自我監控服藥狀況以及症狀變化的歷

程（Kennedy et al., 2024; Mathes & Bender, 1997），進而練習提出自己的用藥偏好與需求。這

樣的歷程不僅讓學生開始瞭解藥物的效果，也賦予其參與健康決策的經驗，逐步發展自主選

擇與責任承擔的能力。研究指出，當青少年在醫療過程中被賦予選擇權與回饋空間，能有效

提升其治療順從度與心理適應（Bussing et al., 2011; Mak & Therriault, 2022）。 

（二）家庭與文化脈絡中的用藥決策 

ADHD 治療是否採藥物介入，往往受到文化觀念、家庭信念與社會期待等因素影響。華

人文化中對「乖孩子」與「自我努力」的強調，易使家庭將精神科藥物視為教養無效的「最

後手段」，進而產生高度的心理負擔與情感掙扎。黃舒微（2011）指出，家長在面對「藥與不

藥」的選擇時，經常會先進行情感評估，衡量潛在效益與風險。同時，也伴隨焦慮與道德壓

力，諸如擔心孩子智力受損、性格被改變，或遭受標籤化等問題（Franz et al, 2023; Gau, 2007）。

臺灣家長對 ADHD 診斷的接受度雖有提升，但特別是在教育程度較低、社會支持不足或對

症狀理解有限的情境下，對藥物治療仍抱持保留態度（Liu et al, 2024; Gau, 2007）。此外，

Bussing 與 Gary（2012）亦指出，家長的教育程度與 ADHD 知識水準會直接影響其用藥決策

傾向。研究發現，部分家長在接受醫療建議的同時，也會參考教師意見、其他家長經驗與社

會傳言。若服藥初期未見明顯改善，則易出現質疑甚至自行停藥的情形，反映出醫療教育與

情緒支持的不足（Boudreau & Mah, 2020; Coletti et al., 2012; Liu et al, 2024）。 
因此，無論是教育系統或醫療體系，在與家庭進行溝通時，應理解其文化脈絡與情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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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避免直接地使用專業詞語「教導」家長。專業人員應以尊重與同理為基礎，建構信任與

雙向對話的溝通關係，協助家長釐清迷思、辨析誤解，才能真正促成以孩子為中心的合作支

持模式（Krtkova et al., 2023; Piorkowski, 1973）。 

二、醫療與微觀系統之間的溝通與合作 

（一）醫療診斷資訊的教育應用困境 

醫療與教育體系在功能、語言、專業訓練及知識框架上各自獨立，造成資訊共享與應用

的顯著困難。美國教育與醫療體系受到家庭教育權利與隱私法案（Family Educational Rights 
and Privacy Act, FERPA）及健康保險可攜性與責任法案（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 HIPAA）的雙重法規約束，導致教育工作者在面對醫療資訊時，常陷入法

律模糊與資訊取得困難之處境（Dworkowitz & Mann, 2020）。教育系統多採用以學業和行為

功能為核心的介入思維，而醫療診斷則以症狀與病理為語言基礎，兩者之間缺乏可互譯的溝

通機制，進一步造成「資訊轉譯」的失敗（Power et al., 2013）。 
目前臺灣多數教師在師資培育歷程中未受過醫療訓練，對醫療診斷用語、藥物副作用、

復健醫療知識以及不同領域之治療師專業理解有限，醫療與教育間的落差造成資訊轉譯困難

（林鋐宇等人，2006；胡永崇，2016）。教師往往無法將診斷報告內的資訊轉化為教學可行

的策略，形成醫療與教學間的資訊斷裂。當教師將醫療診斷視為行為詮釋依據時，常導致標

籤化與行為簡化，忽略學生所處的社會文化脈絡與學習環境，不利於形成完整而人本的教學

回應（Daniels et al., 2015; Franz et al., 2023）。 
這種資訊斷裂不僅造成跨系統合作的困境，也反映現場教師在實務上缺乏足夠的「資訊

轉譯」能力。雖然健康資訊技術（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IT）在醫療體系內已日趨

成熟，亦有機構運用線上軟體使教師及家長分享學生資訊，並同步傳送給主治醫師，惟多數

系統設計仍缺乏教育情境導向的資訊橋接功能，進一步限制診斷資料在教學決策中之應用，

也降低共享決策（shared decision making）的可能（Michel et al., 2018）。 

（二）現階段的跨系統資訊流動 

《特殊教育支持服務及專業團隊運作辦法》（2023）第 5 條明確指出「專業團隊應由學

校主要負責身心障礙學生教學與輔導之教師主責團隊運作，其他專業團隊成員以合作諮詢等

方式，提供其有關個案評估……等服務」，在制度逐步推動跨專業團隊合作的背景下，資訊

流動的有效性成為影響介入品質與決策依據的關鍵。臺灣現行教育與醫療體系間的資訊交換

與整合機制，實際運作上仍存在明顯斷裂（胡永崇，2016）。系統性文獻回顧指出，臺灣學

校多數仍採「多專業合作模式（multi-disciplinary model）」，即各專業人員於職責範疇內各自

評估與服務，缺乏跨領域整合性流程，導致醫療資訊難以有效轉譯至教學實務中（楊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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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戎珠，2013）。 
林婉琛與朱思穎（2023）以學前融合教育現場為例，指出即使現場專業人員積極建立通

訊群組、例行會議與即時回饋機制，資訊整合與資料留存仍多仰賴教師主觀彙整與非標準化

溝通，顯示目前尚缺乏一套具制度性、可追溯且符合隱私原則的跨系統資料交換平臺。在醫

療場域中與醫事人員互動時，教育人員往往面臨角色權限邊緣化、知識框架失衡與資訊不對

等困境，有時也出現自信不足、角色定位不清楚等心理壓力（林鋐宇等，2006；鄧文章、顏

瑞隆，2020）。教師在教學安排上需頻繁因應醫療指示進行即時調整，惟此種調整缺乏系統

性支援，使教育回應難以建立在多方共構的資料基礎之上。 
綜上所述，臺灣現行跨系統資訊流動的主要困境，不僅體現在技術層面的資料整合與平

臺建置不足，更反映出專業角色界定模糊、制度設計未成熟與跨專業策略商討之缺乏。 

（三）家長、教師與醫療三方關係的合作與調適 

特殊教育服務強調跨專業協作與家庭參與，惟實務中三方關係的合作模式往往因專業語

言差異、角色不對等、系統支持不足與缺乏提供共同照護的機制，進而造成溝通上的困難

（Dunn et al., 2016; McKenna et al, 2024; Power et al., 2013）。然而，家庭與專業人員合作包括

6 個關鍵要素：溝通、承諾、平等、專業能力、信任與尊重，強調合作應建立於雙向理解與

關係品質之上（Blue-Banning et al., 2004; Chu, 2018）。醫療與教育雙重系統中的合作常出現

角色模糊與資訊落差。醫療專業人員的指導與診斷結果未必能即時且具體轉化為教師可執行

的教學行動，而家長則常處於無法有效居中協調的尷尬位置（Dunn et al., 2016; McKenna et 
al, 2024）。 

當校方能夠組成制度化的協作小組（如定期的跨領域會議與共同擬定目標），三方合作

效果明顯優於依賴個別與專業人員單獨溝通之做法（Vlcek et al. 2020）。然而在此模式下，

教師亦可能因備課、教學、時間壓力、專業自主性不足等，難以長期投入協作（Power et al., 
2013）。目前臺灣教師與醫療人員在轉銜服務期間互動頻率較低，家長常成為「唯一橋樑」。

在缺乏專業間的溝通，以及資訊不對等的情況下，常導致資訊失真或延遲，而合作機制缺乏

制度與透明化流程，則容易在轉銜時帶來許多挑戰（許茂盛，2012；陳柏婷等，2025；蔡采

薇，2011）。 

參、資料蒐集方法 

一、研究方法與取徑 

本研究採自我民族誌（autoethnography）取向，聚焦於生命經驗在醫療與教育交界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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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形構。自我民族誌強調研究者「既是書寫者，也是文本」，藉由自我敘事揭示個體與文

化的張力，並轉化為制度批判與教育理解的資源（Chang, 2008; Ellis et al., 2011; 黃妍甄，

2024）。本文透過研究者經驗與特教教師觀察的交織，展現不同位置下對醫療介入與教育實

踐的詮釋。 

二、研究者身分與敘事角色 

第一作者自小接受 ADHD 診斷與藥物治療，成年後進入特教研究所，兼具「被診斷者」

與「研究者」的雙重角色。另有 3 名具 ADHD 教學經驗之特教教師：T1（國小，5 年）、T2
（國中，3 年）、T3（國中，3 年）。3 名教師服務階段為國小至國中，合計逾超 10 年實務經

驗，提供課室觀察與合作經驗，以外位視角補足研究者的主觀反思。多重角色參與使敘事在

自我反思與專業觀察間形成互補，亦呼應自我民族誌強調的反身性（Chang, 2008）。 

三、資料來源與書寫歷程 

研究資料包含：（1）研究者自小至研究所的診斷與用藥生命史；（2）3 名特教教師的教

學札記與跨專業合作經驗。所有文本均由研究者進行結構化轉譯與分析，依循 Chang（2008）

的「深描、內省與協商」原則，兼顧經驗厚度與文化脈絡。敘事者在持續書寫與對話過程中，

不斷重構教育意涵與社會連結。 

四、資料分析策略 

本研究之資料分析分為兩層次：敘事情節分析與主題分析。首先，依據 Polkinghorne
（1995）之建議，將自我民族誌文本與教師經驗文本依時間序列及事件主題脈絡分類，再透

過情節結構分析的 3 個面向、事件排序、情緒轉折與角色定位，梳理經驗在不同階段的轉化

與重構。接著依循 Braun 與 Clarke（2006）的 6 步驟進行主題分析及編碼：（1）反覆閱讀文

本；（2）逐句標記初始編碼；（3）整合相似編碼形成潛在主題；（4）檢視主題是否能涵蓋全

部資料並進行修正；（5）命名與定義主題；（6）撰寫主題敘事。 
編碼過程中，研究者標記所有敘事片段並依來源區分，例如：〔研-（一）-1〕表示研究

者自述第（一）部分之第 1 片段；〔師-（二）-3〕表示教師反思第（二）部分之第 3 片段。

透過此歷程辨識核心事件的意義變化，如藥物初次介入、停藥與再服藥的選擇，以及教師面

對藥效落差的無力感。實際操作中，研究者先分別對「個人生命敘事」與「教師現場反思」

進行初始編碼，再進行跨角色比對，突顯差異並展現互補：研究者強調藥物對主體性的影響，

教師關注藥效在課室行為管理的限制，兩者交會統整於第四章第三部分「交織與對話」，形

成角色間的省思與理論化意義。編碼示例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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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編碼示例表 

原始語料 初始編碼 次主題 主題 

「藥物讓我能專心寫完作業，但

我常常沒胃口，體重快速下降。」

〔研-（二）-4〕 

專注力提升、食

慾下降、副作用

影響 
用藥的矛盾經驗

藥物介入的正負

向經驗 

「老師說他明明有吃藥，為什麼

還是那麼衝動？」〔師-（一）-2〕

教師對藥效的期

待落差、行為仍

持續 
醫療資訊的誤解

教育現場對藥物

的依賴與挫折 

為確保分析之信效度，本研究於完成初步主題架構與代表性語句後，將主題摘要回饋予

3 名參與之特教教師進行語義確認與補述（member checking），並依其回饋修訂編碼定義與

主題邊界。其次，採用三角驗證（triangulation），以教師札記、研究者日誌與相關文獻三方

比對，針對跨來源資料進行一致性檢核；對於不一致之處，則回溯原始語料、補充註記並重

新檢核主題適配度。另維持反身性紀錄與分析稽核軌跡（audit trail），包括編碼簿、主題演變

表與決策紀錄，並透過同儕討論（peer debriefing）降低單一觀點偏誤，以提升詮釋透明度與

可追溯性。  

五、倫理處理與反身性 

自我民族誌涉及高度私密的生命經驗，本研究針對精神診斷、用藥歷程與家庭互動等敏

感內容，皆以匿名或模糊化方式處理，避免再度標籤化。敘寫者對書寫內容進行自我審查與

同儕間交互回饋，並訂定風險控管機制：限制資料再利用僅供學術用途、必要時進行去識別

或細節遮蔽，以維護參與者的尊重與主控權。 
反身性部分，研究者揭露自身位置與預設立場，在書寫過程中持續自我對話與調整。例

如，研究者需反思其「被診斷者」與「研究者」雙重身分，教師亦檢視專業背景對敘事的影

響。此歷程有助將個人經驗轉化為教育理解，並提升研究的誠實性與詮釋深度（Ellis et al., 
2011）。 

肆、教室與診間之間的故事經驗流動 

一、走過治療的學習歷程：ADHD研究生的自我經驗 

本段敘事為研究者自我民族誌書寫，透過回顧自小接受 ADHD 診斷與醫療介入經歷，

重構在不同成長階段中與藥物、診斷、學習與自我認同之間的關係轉化歷程。此書寫呈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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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ADHD 個體在教育體制與醫療結構中的主體經驗，並揭示當個體身兼「被診斷者」與「教

育者」雙重角色時，如何形構對 ADHD 學生的理解、共感與專業責任： 

（一）從奔跑的孩子到診間的病人 

剛升上小學 2 年級的盛夏午後，父母與教師佇立在教室一角，而我依然在教室外奔跑，

手中正拿著石頭丟向同學，心想：今天的遊戲時間比平常久，真是太好了。那是第一次，但

不是唯一一次，我的父母像犯錯的小貓般站在教師面前。教師根據一年半以來的觀察，建議

他們帶我就診，因為她懷疑我有過動的傾向〔研-（一）-1〕。 
從那天起，我開始每月 1 次、往返新竹與林口長庚醫院的旅程。2 小時的車程對 1 個 8

歲的孩子而言，是一段遙遠而無解的遷移，唯一的期待，是 B1 美食街熟悉的速食。而診間

內，醫師總是微笑著問我吃藥有沒有不舒服，我卻總在思索：為什麼每次來這裡都像在提醒

我有什麼不一樣〔研-（一）-2〕？ 
診間外牆貼滿衛教海報，其中一張寫著「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我曾看著它出

神，8 歲的我心想：「真可憐，怎麼會有人得這種病啊。」卻沒料到，這張海報描述的就是我。

自從診斷後，我踏上了漫長且時而矛盾的用藥旅程。當得知診斷的那一刻開始，我第一次意

識到「自己是 1 名病人」。這種認知帶來的是矛盾：一方面怯懦，害怕自己被標籤化；另一

方面又渴望治療能帶來幫助。這份矛盾感並未在童年消散，而是延續到青春期，成為我後續

面對藥物與自我認同時反覆出現的張力〔研-（一）-3〕。 

（二）與藥共生：壓力、選擇與掙扎的青春期 

從最初每天半顆剖開的利他能，到高三準備考試時的長效型思銳加上一整顆利他能，藥

物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如同呼吸與飲食般自然。初嘗藥物時那剖半的利他能在我嘴裡化開

時，苦味比黃蓮還苦，苦得像一種命運，被我含在舌頭上卻又無法吐出；但隨著年齡增長，

它卻也悄然融入我的自我認同中，甚至讓我在國中升學階段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專注力與成就

感〔研-（二）-1〕。 
藥物的介入，終究無法掩蓋我青春期裡奔騰不止的情緒與身體。自小五開始，我的父母

幾乎三天兩頭就會被學校請去。從生教組長到學務主任、輔導主任、校長，原本與我無交集

的名字，一個個都成為我生活中熟悉的角色。今天可能是同學的一句玩笑，明天或許是被誰

惡作劇；我早已記不清那些爭執與懲處的次數與來龍去脈。丟擲物品、翹課、打同儕、頂撞

師長，也許更該問，有哪些事情是我還沒做過？而同學也都正值青春期的躁動，在如此的班

級氛圍下，導師不斷的更迭換人，似乎這個「後母班」，已成為學校的燙手山芋，而我更是

其中的佼佼者〔研-（二）-2〕。 
這樣的無力與同儕孤立讓我在當時產生莫名的焦慮，徬徨無助、不知所措，甚至曾經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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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想結束生命的念頭〔研-（二）-3〕。回看這段經驗，我才理解到藥物並非解方—它無法

處理師生關係惡化或校園排斥感。這些感受後來也在教師敘事札記中不斷浮現：藥物控制不

了師生之間的信任〔研-（二）-4〕。 
直到某個 6 年級的星期六晚上，原本是我期盼已久的電視時光，卻被母親輕聲要求將椅

子搬到他們對面。房間靜默無語，母親低著頭，卻止不住眼淚的滑落。她開口說的第一句話

是：「你可以，停止這樣了嗎？我真的好累，好累，好累……」她的聲音發顫，眼神疲憊，

而一旁的父親則以沉默回應這場情緒的風暴。他眼中的無奈與勞累，像是一面鏡子，映照出

我讓家人承受的重量。我的眼眶也濕了，懊悔、自責、憤怒交雜於心，為什麼我總讓他們擔

心？是青春的躁動，還是診斷下的我？此刻我無法也無力歸因，只覺得，一切的一切，顯得

如此乏力、如此沉重〔研-（一）-5〕。 
在這樣的時刻，我逐漸意識到，藥物並非唯一的解方。它無法直接改變我的脫序行為，

也無法填補我與師長、家人之間惡化的關係；但它能抑制我的衝動，讓我多一秒思考再行動。

正是在這樣的間隙裡，我開始理解：除了藥物之外，「認知」與「自我調整」同樣重要〔研-

（一）-6〕。 
回望這段情境，我逐漸意識到教育現場的壓力不只落在學生，更會延伸到家庭〔研-（二）

-7〕。母親的無助與父親的沉默，提醒我當教師時，我們和家長的對話不能只是「藥有沒有

吃」，而是如何攜手承擔與支持孩子〔研-（二）-8〕。 
但沒有人放棄我，學校的師長與我促膝長談，雖然並非每 1 名師長都以愛與溫暖關懷著

我，但卻同時以正向的觀念引領我前進。日子依舊推移，父母依然耐心陪伴與提醒。那晚母

親眼中的哀傷，在我心裡悄悄種下一顆名為「我想讓他們開心」的種子。這顆種子沒有發出

聲音，但在時間的灌溉下逐漸萌芽〔研-（二）-9〕。 
升上高中後，不知是行為有所成熟，還是前額葉終於趕上成長的節奏，我慢慢成為大家

口中的「乖孩子」。不再有脫序行為，不再頂撞師長，雖然課業不是頂尖，卻也平穩過關。

也因此，我終於鼓起勇氣向父母說出那句深藏心中的話：「我想停藥試試看。」想知道「沒

有藥物」的我會是什麼模樣。沒想到生活只是靜靜地繼續流動著，唯一明顯的變化是少了藥

物的副作用，我和體重計之間的關係迅速緊張起來。藥停了，但人生沒有跟著瓦解。3 年後

的高三壓力重返，我再次選擇服藥，期望複製過往成績上的佳績。然而高中前 2 年學習空窗

期的累積與考前壓力疊加，最終未能如願。不過，我仍順利進入一所不錯的師範大學特殊教

育系就讀，這次的失敗雖然沒有換來理想成績，但卻讓我理解：藥物不是命運的鑰匙，而是

我可以選擇的工具〔研-（二）-10〕。這種「失敗中的學習」讓我在日後面對學生時，更能

理解他們的跌倒與掙扎，不應被視為能力不足，而是重新選擇的契機〔研-（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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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如何不是「病人」 

大學 4 年間，我完全停止用藥，特殊教育的技巧讓我學會用其他方式組織生活。從課業、

人際到考證照與研究，我在沒有藥物的陪伴下完成各項挑戰。特教的學習讓我重新認識「藥

物」的意義，它不該是恥辱，而是可以選擇的工具；它是手段，不是身分〔研-（三）-1〕。 
以研究為志向的我在畢業後選擇進入研究所就讀，並同時擔任教授的研究助理。然而，

隨著課業與研究助理工作的雙重壓力日漸加劇，我開始發現自己的專注力與執行力無法像大

學時那樣長時間維持。過去我可以一整天沉浸在自己熱愛的主題中，如今卻常在每 15 分鐘

後就得站起來晃一晃、喝水、移動，彷彿身體先一步察覺腦子的漂移〔研-（三）-2〕。 
我開始思考是否該再次服藥。這個念頭起初令我猶豫，卻也逐漸變得清晰。而這一次，

不再像國中那樣，是父母強硬地要求我接受藥物控制行為，也不是像高中初期一樣，在他們

的監督下斟酌選擇。我的父母仍對藥物抱有保留與疑惑，他們始終認為那不該成為我一生的

依靠，但他們也表達出一個不同以往的訊息：「你可以自己決定。」〔研-（三）-3〕 
這句話對我而言不只是授權，更是一種信任。而我也重新理解藥物的角色：不再是用來

矯正或壓抑的機制，而是一種工具，一如廚師之於刀。好的工具不會取代我的技術，但它會

讓我的技術發揮得更好。藥物不是我生命的主角，但在我面對高強度專業任務時，它可以是

我選擇使用的助力〔研-（三）-4〕。 
回看這段經驗，我才理解到「停藥」並不等於擺脫挑戰，反而讓我暴露於另一種隱形的

掙扎：如何在沒有藥物時，仍透過環境調整、行事曆與自我監控去維持專注〔研-（三）-5〕。

這些掙扎不容易被外界看見，卻正是我後來作為教師時，更能理解學生背後隱藏努力的原因

〔研-（三）-6〕。 
同時，這段過程讓我提醒自己：不要以「有無用藥」來界定一個孩子的學習狀態〔研-

（三）-7〕。對學生而言，更重要的可能是找到能與自己相容的策略與支持方式。這點也和

教師札記中反覆浮現的困境相呼應：藥物或許能短暫改善注意力，卻無法回應學生在情感、

認同與學習節奏上的深層需求〔研-（三）-8〕。 
這一次，我不是屈從於外界期待而吞下藥物，而是出於對自我效能的理解與對學術責任

的承擔，選擇重新與藥物合作〔研-（三）-9〕。 

二、走進教室的挑戰與觀察：特教教師的現場實踐 

ADHD 在校園相當常見，行政人員、普通班與特教教師皆須面對。其外顯行為常被視為

干擾，但學生實際困境往往涉及生理、心理、教育與親師互動等多重層面，卻易被表象掩蓋。

有效支持須綜合考量環境與需求。以下將聚焦於醫療診斷資訊在教學運用的平衡、跨專業合

作的挑戰，以及藥物效益與學生適應的觀察與反思： 



◆ 166 ◆ ADHD醫療介入與校園支持                                   賴詮中、林沐恩、賴宜辰 

（一）醫學診斷資訊運用於教師教學與介入的平衡與調適 

醫學診斷報告和心理衡鑑結果是鑑定工作及掌握學生基本狀況的重要資訊，也常作為制

定個別化教育計畫（IEP）的參考資料〔師-（一）-1〕。然而，無論是在師資培育階段，或

是現職教師之進修研習，對於情緒行為障礙的相關醫療知能，如：精神疾病診斷手冊 DSM-
5 診斷條目、心理病理學、藥物使用、疾病共病可能性等著墨較少〔師-（一）-2〕。因此，

當我們想要使用這些資訊時，時常落入「診斷」以及「病症」的框架中〔師-（一）-3〕。 
每當打開學生的資料，看見醫療報告與心理衡鑑的相關資訊時，我們總是心裡默默地

說：「這些內容並不是我們的專業，真的好難呀！」〔師-（一）-4〕。雖然這些資訊能幫助我

們瞭解學生認知、注意力、語言、行為等特質，並對焦慮、憂鬱等心理議題有初步概念，但

在實務上，突發狀況往往需要立即處理，教師難以同時兼顧閱讀與應用〔師-（一）-5〕。即

便這些知識能協助我們建構正向行為支持氛圍、設計結構化課程與提供多層次提示系統，但

實際操作中常因心有餘而力不足，而無法充分消化〔師-（一）-6〕。 
這些困難在藥物使用上尤為明顯。教師對藥物仿單、生理運作機轉、劑量、副作用的認

識有限〔師-（一）-7〕。當學生在課室出現行為時，我們必須先處理同儕與師生間的衝突，

還需花費時間向其他教師解釋其可能原因〔師-（一）-8〕。在時間窘迫與藥物知識不足的情

況下，我們往往無法提供適切的藥物衛教，甚至忽略藥物的有限性，容易產生「他不是已經

吃藥了嗎？怎麼還會出問題？」的誤解〔師-（一）-9〕。 
回望這些經驗，我們也意識到：教育現場若過度依賴診斷，容易忽略行為背後可能涉及

的生理特質、基因與環境等多重交互作用〔師-（一）-10〕。這種僵化的回應模式不僅限制

教學彈性，也可能強化對學生的標籤化〔師-（一）-11〕。因此，在解讀醫療資訊時，若我

們能擷取診斷名稱、行為樣態描述等重點，並結合課室觀察進行多角驗證，再透過跨專業合

作模式（諮商心理師、學校社工、家長、醫療人員等）形成以學生為中心的支持團隊，將能

縮短醫療與教育系統間的落差，並提升整體支持品質〔師-（一）-12〕。 

（二）跨專業團隊合作中的困難與調適 

進行跨專業團隊合作時，教師們皆表示「資訊轉譯」最為困難，而傳遞這些資訊的機會

經常是孩子在學校不斷出現行為問題後。面對父母們所產生的焦慮、失落、自責，以及想及

時獲得解決方法的渴望，我們總是視其為己任，不由得想要快速的回應，協助他們。然而，

選擇合適的策略進行回應前，親師生三方之張力以及不安的情緒使我們在推動合作時，總會

遇到很大的困境〔師-（二）-1〕。 
如同前文失落的母親，我們曾聽見家長說：「我的孩子是不是要吃一輩子的藥，這樣會

不會被排擠」、「他的行為是因為沒吃藥還是你們都沒有教導他」以及「這些治療到底是在做

什麼，感覺都沒有效！」〔師-（二）-2〕。一方面，家長們考慮到孩子用藥的影響、專業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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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的課程是否有效等問題；另一方面，教育之策略執行也是重要的考慮因素，沒有好好的說

明，就容易形成防衛心理，使得溝通失去成效〔師-（二）-3〕。 
這些家長的焦慮話語，也讓我們想起研究者在青春期裡感受到的孤立與無力。當時藥物

無法解決同儕排斥或家庭緊繃的關係，如同現在的學生與家長一樣，他們在體制裡承受標籤

化與不確定感〔師-（二）-4〕。這樣的交織提醒我們：若教師只把焦點放在「藥物」上，就

會忽略學生和家庭承受的社會壓力與認同挑戰〔師-（二）-5〕。 
因此，我們在教學歷程中發現，若我們能首先作為「轉譯者」，將醫療專業術語轉化為

簡明資訊，並且將其與教育策略進行連結，使家長和學生都能清楚瞭解，便能降低因誤解而

產生的焦慮與抗拒〔師-（二）-6〕。同時，也避免對疾病、用藥行為以及行為問題出現自我

標籤化。從神經多樣性的觀點來看，學生的聲音並不是拒絕治療，而是期待被以多元差異來

理解〔師-（二）-7〕。 
進行以學生為本位的跨專業合作時，我們發現若能站在不同角色上換位思考，便能更好

地擔任情緒支持與溝通協調的角色。有效合作需從同理家長和學生出發，理解家長和學生的

焦慮來源，逐步說明各項醫療資訊和診斷結果的意涵，並與教學調整進行連結，建立跨越醫

療與教育資訊之間的橋樑，使得家長帶著孩子進行就診時，能夠更容易給予醫療端回饋，進

行動態、及時的調整〔師-（二）-8〕。這些努力也能夠作為互信的基礎，緩解親、師、生合

作中對於多方資訊以及角色衝突的誤解，提升三方溝通品質與決策共識〔師-（二）-9〕。 

（三）藥物成效與學生整體適應的實際觀察與反思 

「我又沒有問題，我幹嘛吃藥！」這句話聽起來十分的「嗆」，但卻是我們在輔導室的

日常〔師-（三）-1〕。隨著學生的年齡逐漸增長，進入國、高中學習階段，不配合用藥的比

例日益上升，這讓我們相當苦惱。若是沒有吃藥，當行為問題出現時我們難以確認成因，同

時責任歸屬也難以釐清〔師-（三）-2〕。 
於此同時，許多學生的 ADHD 症狀隨著生理、心智逐漸發展成熟，更加能夠控制自己

的行為。因此，學生究竟是否需要繼續服藥，需要藉由我們的觀察，以及醫療專業的診斷進

行評估〔師-（三）-3〕。觀察的歷程中，我們若能夠利用「動態觀察」與「雙向回饋」兩項

原則，考量跨情境的需求，以及記錄學生對於介入的回應程度，並與學生共同進行藥物使用

觀察和回饋〔師-（三）-4〕。 
曾經學生分享他與醫生討論藥物的經驗：「我最近上課能專心半節課，所以我可以減藥

嗎？」、「老師說我有一點衝，我這樣有需要調整藥嗎？」〔師-（三）-5〕。這正是與學生討

論情緒行為表現，同時鼓勵學生透過情緒日記、自我提示表等工具，主動觀察記錄自己專注

力和學習狀況所得的成果，學生們將具備辨識藥物服用前、後的成效差異之能力，並及時調

整劑量或策略〔師-（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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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回看這些歷程，我們也意識到：藥物從來不是唯一的解方。它或許能抑制衝動，

但無法修補師生關係的裂痕，也無法消弭同儕的排斥感。這些經驗提醒我們，若教育現場僅

將焦點放在藥效，便可能忽視學生真實的社交困境與情緒需求〔師-（三）-7〕。 
因此，我們認為培養學生的自我決策（self-determination）能使得他們為了自己、他人負

責。在討論與互動的歷程，學生逐步理解「用藥與否」是與父母、醫生與教師共同討論後所

作出的選擇，而非單向命令與被動服從〔師-（三）-8〕。此外，自我觀察和回饋亦能提升自

我覺察與自我概念，使學生對藥物使用有所洞察，使「藥物自決」成為可能〔師-（三）-9〕。

唯有將藥物視為可被評估、調整與自主決定的介入策略，方能真正落實以學生為核心的多元

支持理念〔師-（三）-10〕。 

三、交織與對話：角色之間的對話與省思 

ADHD 學齡兒童的發展不依賴單一系統，而需教育、醫療、心理、家庭及專業支持的協

作，方能穩定學習與適應（Magnus et al., 2023; Talbott et al., 2021）。隨著年齡與學習階段轉

換，支持焦點亦需調整：幼兒期重環境結構，青春期追求自主與認同，大學與職場則涉及角

色轉換與能力期待。本文將從研究者兼教育者的經驗交織，探討三大主題：未成年與成年

ADHD 患者的藥物自決權、跨專業合作的對話契機、以及正向課室氛圍的建構： 

（一）成為自己的主人：未成年與成年 ADHD 患者的藥物自決權 

我自小學 2 年級開始服藥，直至升上高中，才第一次對父母提出：「我想停藥試試看。」

〔研-（二）-12〕。這是 10 年間我首次對於是否服藥表達「選擇」，也象徵開始覺察用藥者

的主體性。兒時的我並沒有用藥的決策權，雖然藥物帶給我注意力，卻也帶來食慾不振與莫

名的空白感〔研-（一）-6〕。直到某一天，父母終於說出：「你可以自己決定」〔研-（二）

-13〕，那是一種前所未有的鬆動，也是我第一次真正感覺，這個身體，是可以由我來負責。 
然而，教師在回應這樣的歷程時，卻常見到另一種矛盾：學生即便開始表達「想停藥」

的念頭，我們卻仍會被課堂秩序與學業成績的壓力所牽動，不自覺地回到「你還是得吃藥」

的立場〔師-（三）-4〕。藥物的使用因此常被視為維持課室運作的必要條件，而忽略學生真

正的感受與主體性。 
此處可以看出，研究者的「停藥嘗試」與教師的「課室壓力」形成鮮明對照。前者強調

「自我決定」的萌芽，後者則凸顯「集體秩序」的需求。兩種觀點在同一事件中交織，顯示

藥物並非單純的醫療介入，而是一場「自主」與「管控」之間的拉鋸。 
當我在高三因升學壓力而再次服藥時〔研-（二）-15〕，那已經不再只是父母或教師的

要求，而是出於我自己對「成績」的期待。教師則從另一個角度觀察：學生在「服藥、停藥、

再服藥」之間的擺盪，其實是一種「學習如何協商」的過程〔師-（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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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擺盪」既是風險，也是練習。對研究者而言，它展現在成年過程中逐漸拿回

選擇權的歷程；對教師而言，則體現教育現場如何引導學生學習「自我倡議」。因此，若

能在未成年階段就建立「共享決策」的氛圍〔師-（二）-5〕，那麼成年後的藥物自覺，將

不只是孤單的試探，而是有支持網絡的協商。無論停藥或再服藥，均應在醫師專業評估與

法定代理人參與（未成年）下進行；成年後之自我決定亦宜維持與醫療端之定期追蹤與風

險監測，以兼顧學習表現與健康安全。 

（二）跨專業合作對話契機：從孩子的角度看世界 

當年，我因為課室中的行為被教師提醒後，父母帶我進行評估，進而得到 ADHD 診斷

〔研-（一）-3〕。那一刻，我彷彿被推入一個早已設計好的流程：醫師開立處方，父母督促

服藥，教師在聯絡簿記錄行為觀察，每個角色都在履行自己的責任，而我卻是其中最沉默的

一個〔研-（一）-4〕。我曾小聲問母親：「我可以不要吃嗎？藥好苦。」她沒有責備，只是

隔天依舊將藥與其他營養品放在我眼前〔研-（一）-5〕。那段時期，我逐漸明白，如果一個

孩子的聲音從未被聽見，所謂的「順從治療」，或許只是另一種沉默〔研-（一）-6〕。 
在教師的眼裡，這樣的「沉默」往往被誤讀成「配合」或「適應」〔師-（二）-2〕。然

而，從實務經驗我們也發現，許多家長其實早已聽見孩子對藥物的猶豫與抗拒，但由於醫囑

的權威或教育現場的壓力，他們最終選擇讓孩子繼續服藥〔師-（二）-3〕。這樣的歷程使得

孩子慢慢不再表達，也使跨專業合作淪為「成人之間的協商」，而非真正傾聽孩子的聲音〔師

-（二）-4〕。 
此處可見，研究者的「沉默經驗」與教師所觀察到的「被誤讀的配合」彼此交織，揭示

同一事件在不同角色眼中的落差。對研究者而言，沉默是一種壓抑的無力；對教師而言，沉

默卻可能被錯誤理解為適應。這種差異凸顯跨專業合作中最大的斷裂：孩子的聲音往往消失

在成人的協商過程裡。 
因此，跨專業合作的關鍵，不只是醫療端與教育端的資訊轉譯，而是如何將孩子納入對

話的中心〔研-（一）-7〕。若教師能在會議中主動提醒並詢問：「孩子的想法是什麼？他怎

麼看待這個過程？」那麼孩子的需求將不再被動地被代言，而能轉化為積極的參與〔師-（二）

-5〕。雖然這樣做在一開始可能增加溝通負擔，但正因如此，跨專業合作才真正具備「合作」

的意義〔師-（二）-6〕。 

（三）如何建構正向的課室氛圍：從師生對話開始 

我仍記得某些課堂場景：因為與同學起衝突或在座位上嘻笑，教師在全班面前當眾斥責

我〔研-（三）-1〕。那一刻，除了羞愧，我感覺自己被貼上「問題學生」的標籤〔研-（三）

-2〕。當衝突一次次發生，我逐漸覺得教師永遠無法理解我，於是開始用頂嘴、抗拒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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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最後不僅是師生關係惡化，也讓我與同儕的距離越來越遠〔研-（三）-3〕。這些記憶，

直到今日依然像裂痕般留在心裡。我常想，如果當時有教師願意停下來問：「你剛剛怎麼了？

需要什麼幫忙嗎？」或許事情就會不同〔研-（三）-4〕。 
身為教師回望這些經歷，我們更清楚：一個不被理解的孩子，很容易將「自己是麻煩」

的訊息內化，進而失去學習動力〔師-（三）-1〕。因此，我們需要運用正向行為支持（PBS）

的觀點，不是只看行為本身，而是追問行為背後的脈絡：是否源於注意力不足、語言表達困

難、同儕關係受挫，或是學校氛圍缺乏安全感〔師-（三）-2〕。唯有如此，教師才能避免把

行為當成「挑戰權威」，而是把它看作一種「求助訊號」〔師-（三）-3〕。 
由此可見，研究者的「羞愧與抗拒」與教師的「行為詮釋」彼此呼應，卻又存在落差。

對研究者而言，標籤化經驗帶來自我懷疑與關係斷裂；對教師而言，同樣的行為若被重新理

解為「求助訊號」，則能轉化為支持的契機。這樣的交織揭示：課室氛圍的正向建構，往往

取決於教師是否願意從指責轉向理解。 
這也是「從學生的角度看待世界」的真正意涵〔研-（三）-5〕。當孩子能在對話中被傾

聽，甚至成為策略設計的參與者，他們的行為就不再只是被動接受規範，而是能主動理解與

回應〔師-（三）-4〕。在這樣的氛圍下，所謂「合理調整」才有機會落實。 
身為特教教師，我們常站在兩端之間：一方面面對診斷報告、測驗分數與外界期待，另

一方面卻要回到孩子的日常需求〔師-（三）-5〕。這樣的角色提醒我們，正向課室氛圍不是

靠單一制度建立，而是透過每天的互動中，一次次選擇「先理解再要求」〔師-（三）-6〕。

當家長因焦慮而遲疑，或當普通班教師因挫敗感而想放棄時，特教教師的專業正是將這些斷

裂連結起來，使合作能以孩子的需求為中心繼續推動〔師-（三）-7〕。 
回到我自己的經驗，雖然當年的傷口仍然存在，但也成為我在教學現場最深的提醒：沒

有任何一個學生該被定義為「問題」〔研-（三）-6〕。如果我們能在第一時間選擇「對話」

而不是「貼標籤」，那麼孩子不僅能在課室中感到被接納，更能在自我概念裡，逐漸相信自

己也能是「有價值的人」〔研-（三）-7〕。 

伍、結論與教育實務應用建議 

本研究透過研究者的自我民族誌與教師敘事，呈現 ADHD 學生在診間與教室間的多重

經驗，揭示藥物介入的正負向影響，以及教育現場中標籤化、制度落差與跨系統合作的困境。

研究結果顯示，藥物雖能改善注意力，卻無法單獨解決師生衝突、家庭焦慮與同儕排斥。唯

有在醫囑基礎上，透過共享決策與跨專業合作，並將學生的聲音納入討論，方能逐步建構以

學生為中心的支持模式。 
為將研究洞見轉化為具體行動，本文依第四章之分析歸納出 5 項教育實務建議（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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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表 2  
敘事文本分析與實務建議主題 

分析主題 敘事內容 

一、標籤化與認同 學生被當眾斥責並內化「問題學生」 

二、藥物限制與支持需求 高中階段因藥效落差與同儕孤立而出現情緒低落 

三、共享決策與自我倡議 父母首次允許學生自行決定是否服藥 

四、跨專業合作與制度支持 家長擔憂「孩子要吃一輩子藥」，教師誤以為「吃藥等於

沒問題」 

五、建構正向課室氛圍 研究者回顧師生衝突與課室羞辱經驗 

一、標籤與認同 
若教育現場過度依賴醫療診斷，學生易內化為「問題學生」。教師應透過正向行為支持

（PBS）與多元評量重建學生的學習信心，避免將診斷簡化為唯一詮釋依據（Franz et al., 2023; 
Feuerborn et al., 2023）。 

二、發展整合性策略 

藥物無法解決全部的適應困境，學校需發展「藥物+教育支持」的整合方案，例如：情

緒調節訓練、學習策略指導、社交技巧培養，並建立「藥物效果觀察紀錄表」，協助學生培

養自我監測與反思能力（Kennedy et al., 2024; Mathes & Bender, 1997）。 

三、共享決策與自我倡議 

學生的藥物自決權往往延至成年才真正被賦予。建議學校在青春期即引入共享決策歷

程，透過模擬會議、親師座談與表達課程，培養學生提出需求並參與醫療決策的能力，進而

發展自我倡議（Michel et al., 2018；黃淑婷，2011）。 

四、跨專業合作與制度支持 

教師、家長與醫療人員之間常存在資訊落差，雖現行法規強調團隊間之合作（特殊教育

支持服務及專業團隊運作辦法，2023）。建議建立定期跨專業會議機制，邀請醫師、家長與

學生共同參與，並設立教育端的「資訊轉譯機制」，將醫療語言轉化為可行的教學策略，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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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家長焦慮並提升合作意願（Vlcek et al., 2020; 林婉琛&朱思穎，2023；McKenna et al., 2024）。 

五、建構正向課室氛圍 

研究結果顯示，當學生因行為被當眾斥責時，容易內化為「問題學生」而失去學習動機。

教師應實踐「先理解、再要求」的原則，將行為視為需求訊號，並透過同儕支持營造安全、

接納的學習環境（Wilson et al., 2023; Feuerborn et al., 2023）。 
綜上所述，ADHD 學生的支持並非線性介入，而是持續的協商歷程。藥物既可能成為專

注的工具，也可能被誤用為標籤；而學生「服藥、停藥、再服藥」的歷程，本身就是學習自

我決策的重要經驗。藥物使用既是醫療議題，也牽涉教育選擇；跨專業合作不僅為制度要求，

更需落實為具體的關係實踐；課室氛圍則超越秩序管理，關乎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自我認同。

因此，教育現場若能在 PBS 與跨專業合作基礎上，納入學生觀點並促進共享決策，將有助

於建構一個以學生為中心的支持網絡，使 ADHD 學生能在被理解與被看見的環境中成長與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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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dopts an autoethnographic approach to explore the experiences and challenges 
of students with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within the contexts of medical 
intervention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 Using narrative episode analysis and thematic analysis,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three dimensions: medication trajectories, self-determination, and pedagogical 
responses. By presenting polyphonic dialogues on shared events, the study demonstrates 
interpretive differences across roles and incorporate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xperiences of 
medication use.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support for students with ADHD should not rely solely on 
medication. Instead, it requires adherence to medical guidance while fostering collaborative shared 
decision-making among teachers, parents, and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to help students gradually 
develop self-awareness and the capacity for medication-related self-determination. Teachers 
should not only translate medical information but also adopt responsive pedagogical approaches 
and foster supportive classrooms, preventing diagnosis and medication from being reduced to 
behavior management tools. Furthermore, cross-professional teams that place students 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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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 integrating medical knowledge with educational strategies while addressing both parental 
concerns and students’ voices, are more likely to achieve effective collaboration. 

This study underscores the multiple experiences of students with ADHD at the intersection 
of medical and educational systems, and offers recommendations for instructional decision-
making, cross-professional collaboration, and policy development to advance a student-centered 
model of educational support. 

 
Keywords: ADHD, cross-system collaboration, medical intervention, medication self-

determination 

 


